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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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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事业蓬勃发展，为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新发展理

念”的五大维度构建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指数，利用“世界发展指标（WDI）”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

助能有效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援助资金类型上，相较

于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非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大；在援助目的上，基于商业目的和发展目

的的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中国对外援助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中国

对外援助提升了受援国政府效率、社会稳定和福利水平，从而促进了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结论契合“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核心要义，能够为中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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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新发

展理念”，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一致。在该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对外援助

事业蓬勃发展。202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披露，2013—2018
年，中国共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洋洲和欧洲等地区 122个国家和 20个国际和区域性多边组

织提供援助，对外援助金额为 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提供无偿援助 1278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 113亿元人

民币，援外优惠贷款 1311亿元人民币；中国对外援助实施方式呈现多元化，2013—2018年，共建设成套项目

423个，在 9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技术合作项目 414个，截至 2019年底，中国累计向 72个国家和地区派遣长期

医疗队，共1069批次27484名医疗队员，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巨大贡献。

中国始终坚持“授人以渔”的对外援助理念，通过技术合作、志愿服务、学习交流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

储备人才，培养其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增强其经济发展韧性。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对外援助持正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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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形成了官方援助与商业参与的独特援助模式，能够增加援助国之间的相互竞争，进而

提高援助效率，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1]。但也仍存在不同意见，如Pilling和Feng（2018）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和

国有银行在评估援助项目可行性方面内部体系薄弱，比西方传统捐助国更有可能为经济效率低下的项目提

供资金[2]；对于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银行和政府机构未充分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可

能最终会抑制借款国的经济增长前景[3-4]。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

期消除对中国对外援助存在的误解。本文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方式能够提升受援国自主发展能

力，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受援国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和国民福利稳步提升。

关于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现有文献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援助有效论。支持此观点的经典文献为

Chenery和 Strout（1966）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认为援助通过填补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5]。

而后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Asteriou（2009）运用 MG和 PMG估算技术同样发现援助与 GDP增长正相

关[6]；Galiani等（2015）借助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援助资格门槛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确认了援助对经济增

长的显著正向效应[7]。除了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国外学者还探讨了援助对受援国公共投资、社会福利和贸

易自由化的促进作用[8-10]。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由“开发式援助”转向“赋能式援

助”，重视治理体系，帮助受援国形成自我发展能力[11]。中国的援助项目可在两年内提升受援国经济增长率

由 0.41%至 1.49%[12-14]。其中，基础设施援助项目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起到了推动受援国民族建

构的历史作用[15]。中国对外援助能够有效降低受援国贫困率，改善其家庭福利，有利于受援国长期经济均衡

及国民福利提升[16-18]。中国援非农业示范项目能够显著提升受援国示范粮食作物示范面积和产量，提升了

受援国粮食安全水平[19]。二是援助无效论。援助冲击改变了受援国内部力量平衡，国家安全中不稳定因素

增加[20]。援助主体和渠道的激增导致受援国政府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忽略对有效公共机构的培养，从而对

受援国政府机构产生扭曲作用[21]。此外，在援助行为冲击下，利己的个人将从生产性工作转向寻租，引致受

援国的腐败行为[22]。

在高质量发展研究方面，其提法最早源于党的十九大报告，体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在高质量发展指标度量方面，国外研究的焦点在经济增长方面，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

少；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较多，高质量发展指标度量更加全面，且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

理念”相契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3]。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视角，重

点考虑产业、行业以及区域性机构协调等方面[24]。魏敏和李书昊（2018）使用熵权法从创新驱动发展、市场

信息完善、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成果惠民等 10个方面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25]。刘亚雪等（2020）则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稳定六个维度测度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6]。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外国直接投资、劳动者素质、技术进步、财政制度改革等方面[27-30]。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以中国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大多能够从客观角度出发，肯定中国对

外援助体系的优势，认可中国对外援助的贡献和价值。但仍有一部分文献对中国对外援助存在质疑，其原

因一方面受到中国对外援助信息披露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际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预。本文利用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数据，结合“新发

展理念”构建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区别

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研究对象的创新。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起步

较晚，且大多聚焦在援助和减贫、援助和福利、援助和冲突、援助和投资等方面，尚未有文献对中国对外援助

的综合效应展开探讨[31-32]。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背景创造性地将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纳入分析，进一步

拓展了对外援助研究领域的边界。第二，指标的创新。借鉴国内学者在高质量发展指数上的构建思路，本

文以 5个一级指标和 19个基础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数，实现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25-26]。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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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作用机制。本文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政府效率、社会稳定、福利水平等方

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特色对外援助模式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补充了对外援助

领域的相关文献。

二、中国对外援助与高质量发展：典型事实与理论分析

（一）中国对外援助典型事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为全球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中国对外援助广泛分布于五大洲，援助项目覆盖 122个国家。中国对外援助区域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2000—2017 年间接受中国对外援助较多的是亚洲和非洲，累计援助金额分别为 4912.57 亿美元、

4681.46亿美元，占比分别为 27.78%、26.47%。中国对欧洲、中东和大洋洲的援助规模相对较小，比重依次为

16.67%、6.37%、1.24%。从援助目标看，中国对外援助以发展目的援助为主，援助金额达到 6124.79亿美元，

累计占比为 34.63%。在中东、大洋洲、亚洲、非洲的发展目的援助占比分别高达 66.94%、59.66%、46.06%、

38.59%。在欧洲以商业目的援助为主，占比达到54.31%。而在美洲混合目的援助占比较高，达到73.07%。

图1 中国对外援助的区域分布统计（2000—2017年）

资料来源：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https：//www.aiddata.org/data/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
中国对外援助涉及领域广泛，涵盖能源供应、运输、通信、采矿等各领域。如图 2所示，2000—2017年中

国对外援助首先集中在能源供应、采矿和运输领域，援助金额分别为 3763.3亿元、3583.06亿元、2528.58亿

图2 中国对外援助行业分布特征（2000—2017年）①

资料来源：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https：//www.aiddata.org/data/chinese－global－official－finance－dataset。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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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比分别达到 30.73%、29.39%、20.74%。其次是通信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 4.15%、3.84%。

数据分析显示，在运输、通信、其他社会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主要流向了非洲地区，占比分别为 42.17%、

37.23%、37.8%。欧洲在采矿领域和能源供应接受中国对外援助较多，占比达到36.29%。债务方面的对外援

助多分布在中东、非洲等贫困国家较多的地区。

（二）中国对外援助影响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传统援助者。首先，在对外援助理念上，中国奉行不干涉

他国内政的原则，援助内容不捆绑政治条款，而传统援助者通常会在援助项目中加入附加条款，比如美国在

奥巴马时期将对外援助当作美国的软权力来使用[33]。其次，在角色定位上，根据庞珣（2013）的观点，相对于

传统援助者的“垂直范式”，中国采取的是“水平范式”，即在援助活动中，中国始终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其

中，旨在达成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而传统援助者的“垂直范式”则以“援助者”的身份参与援助活动，“受援

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34]。这种角色定位的差异同样表现在援助领域上，美国致力于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干

预受援国局势，欧盟则寄希望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援助提升受援国治理水平。与之相反，中国将援助重心放

在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领域，基础设施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对外援助给受援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了提升效应。一是政府效率提升效应。孙楚仁等（2021）
通过构建包含政府治理能力的企业生产函数，发现了中国对外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促进作用，验证

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机制效应[35]。冯凯等（2021）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生产援助、转移支付类援助以及政府公共

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发现受援国的均衡增长率随着所接受援助规模的增加而增加[36]。此外，非转移支

付领域的援助增加了受援国的公共支出—资本比，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严兵等（2021）以基础设

施为机制，从基础设施的物质资本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中国对外

援助显著提升了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水平[37]。

二是社会稳定效应。“水平范式”的中国对外援助显著促进了受援国经济增长，国家财政能力也因此得

到增强，政府更具能力应对国内不稳定因素的挑战。此外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援助加快了商品在不

同区域的流动性，显著改善了受援国区域经济失衡问题，提升了国家的整体稳定性[38]。李嘉楠等（2021）使用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同样发现，中国援助有效增强了受援国的社会稳定性，机制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和工

业就业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1]。

三是福利改善效应。杨东升和刘岱（2006）利用交叠世代模型研究国外经济援助对国民福利的影响，研

究发现只有在受援国发生技术进步，并且援助规模随受援国人口保持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国外经济援助才

能对国民福利产生长期效应[39]。此外，有学者研究发现无论是援助国还是受援国，国际援助都能起到改善其

福利水平的作用。对于援助国而言，国际援助会带来诸如开拓市场、打击非法移民、消除毒品、扩大贸易等

方面的作用；对于受援国来说，国际援助会影响其工资水平、劳动时间、消费决策等方面，进而对其福利水平

起到改善作用[40]。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本文的基准线性模型为：

HQDit =   γ0 +  γ1 Aid_monit +  φXit +  vi +  ut +λs +  ε its （1）  
其中，HQDit 为国家 i在 t年的高质量发展指数，由 5个一级指标和 19个基础指标通过熵值法生成，具体

指标见表 2。Aid_mon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在第 t年对国家 i的援助金额的对数。Xit 为国家层面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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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参照现有关于对外援助经济效应的研究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

口、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国民收入、DAC国家援助、资本形成总额、政府消费支出等指标。此外，为了

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 vi、年份固定效应 ut 和大洲固定效应

λs，ε its为随机扰动项。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名称

主要研究变量

控制变量

其他变量

高质量发展指数

中国对外援助金额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总人口

劳动力

外商直接投资

人均国民收入

DAC国家援助

资本形成总额

政府消费支出

固定资本总额

官方发展援助

耕地

进出口依存度

制度质量

钢铁产量

“一带一路”国家

基础设施水平

二氧化碳排放量

政府效率

社会稳定

福利水平

符号

HQD

Aid_mon

Aid_num

PGDP

TPOP

TLAB

FDI

GNI

Aid_DAC

GCF

GCE

高质量发展指数

Aid_ODA

Land

IED

Ins

Iron

OBOR

Inf

CO2_emission

Gee 
Rle 
HDI 

定义和计算方法

由19个基础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

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美元）的对数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的对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的对数

总人口的对数

总劳动力的对数

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美元）的对数

人均国民收入（美元）的对数

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提供的

国际援助（美元）对数

资本形成总额（美元）的对数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美元）的对数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美元）的对数

其他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净值（美元）的对数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进出口总额/GDP
制度质量所含六个指标的均值

钢铁产量（万吨）的对数

虚拟变量，是“一带一路”国家取1，否则取0
由7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

每一美元GDP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

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政府效率指标

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制水平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指标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中国对外援助数据来源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该数据库因其公开透明、公信

力强、更新及时以及信息丰富等特点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41]。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

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参考，构建包含 5个一级指标和 19个基础指标的高质

量发展指数，具体指标见表 2。考虑到后文回归系数的可读性，对标准化后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均乘以 100处

理。在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上，考虑到样本时间序列的长度和客观赋权的优势，本文选择熵值法作为受援

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42]。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在内生性的处理上，本文选择钢铁产量与援

助频率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其中钢铁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43]。机制检验所使用的基础设施水平和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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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政府效率、社会稳定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数

（WGI）”；福利水平数据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

在数据处理方面，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以下处理：一是删除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和取消、暂停、

重复统计的援助项目；二是消除极端值影响，在 1%和 99%的水平对援助数据进行缩尾处理。Aiddata数据

库在 2021年公布全球中国官方金融数据集 2.0，数据更新至 2017年。因此，本文共得到 7865条援助项目信

息，并在国家、年度层面对援助金额和项目数进行汇总，最终得到 2006—2017年中国对 93个国家的援助数

据，共计1116个观测值。

表2 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一级指标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二级指标

经济效率

创新水平

产业结构

二元结构

金融结构

城镇化率

投资结构

产出波动

价格波动

就业波动

消费结构

环境质量

绿化建设

外贸开放度

投资开放度

旅游开放度

医疗福利

信息水平

基础指标

劳动生产率

科技期刊文章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二元反差系数

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GDP
城镇人口/总人口

资本形成总额/GDP
GDP波动率

通货膨胀率

失业率

最终消费支出/GDP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森林覆盖率

进出口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旅游总收入/GDP
入境人数/总人口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互联网用户比例

计量单位

篇

%
%
%
%
%
%
%

千克/美元

%
%
%
%
%
%
%

指标属性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适度指标

负向指标

负向指标

负向指标

适度指标

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正向指标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探究中国对外援助是否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根据基准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表3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外援助的系数在5%的

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2）列仅控制国家固定

效应，第（3）列同时控制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国家和大洲固定效应，中国对外

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控制变量方面整体上符合预期。人力资本的影响为正且接

近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在开放水平方面，进出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

资不显著，其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不确定。DAC国家援助的影响为负且显著，表明注重短期性和消费

性的DAC国家援助虽然能够缓解一些迫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但往往忽视了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基础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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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总人口

影响显著为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接近正向显著，说明人口数量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高质

量发展不利，而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助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

表3 基准回归

Aid_mon

PGDP

TPOP

TLAB

FDI

GNI

Aid_DAC

GCF

GCE

TFC

Aid_ODA

Land

IED

Ins

Cons tan t

Year FE

Country FE

Continent FE

N

 Adj R2 

（1）
HQD

0.0170**

（2.5374）
3.8937***

（4.3576）
-5.3560**

（-2.3760）
4.8168**

（2.4296）
-0.1737*

（-1.8992）
-1.0912**

（-2.3336）
-0.0771**

（-2.5325）
-0.2966**

（-2.0243）
0.1837

（0.5188）
-0.0282

（-0.0842）
0.1080

（0.9492）
-1.6425

（-1.0418）
-0.2012

（-0.3701）
0.5342

（1.0528）
9.4728

（0.7803）
YES
NO
NO

1116
0.5699

（2）

0.0322***

（3.8082）
9.1189***

（3.9278）
-5.1869*

（-1.8955）
8.3101***

（3.4554）
-0.3148***

（-2.6341）
0.2014

（0.2631）
-0.0717**

（-2.0280）
-0.4535**

（-2.2771）
0.5851

（1.2149）
-0.0384

（-0.0944）
0.0774

（0.4719）
-2.5141

（-0.6949）
-0.2648

（-0.4262）
0.0764

（0.0921）
-93.7037***

（-4.7640）
NO
YES
NO

1116
0.9686

（3）

0.0157**

（2.3654）
2.0655

（1.0442）
-12.9824***

（-4.7754）
4.5245*

（1.7505）
-0.0480

（-0.5444）
-1.8486**

（-2.1578）
-0.0954**

（-2.5785）
-0.2067

（-1.4397）
0.0668

（0.1975）
0.0501

（0.1545）
0.1547

（1.2179）
-4.9796*

（-1.9683）
-0.3240

（-0.7563）
0.0734

（0.1088）
154.8167***

（3.4222）
YES
YES
NO

1116
0.6739

（4）

0.0157**

（2.3611）
2.0655

（1.0423）
-12.9824***

（-4.7666）
4.5245*

（1.7473）
-0.0480

（-0.5434）
-1.8486**

（-2.1538）
-0.0954**

（-2.5738）
-0.2067

（-1.4370）
0.0668

（0.1972）
0.0501

（0.1542）
0.1547

（1.2156）
-4.9796*

（-1.9647）
-0.3240

（-0.7549）
0.0734

（0.1086）
157.4627***

（3.4449）
YES
YES
YES
1116

0.9780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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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解释变量为援助项目数

在对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度量方面，除了使用援助金额，援助项目数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本文

通过筛选Aiddata数据库中与受援国相关的项目代码，将项目代码个数在年度层面进行加总可以得到援助项

目数，将其加入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其中第（1）列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外援

助项目数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列仅控制国家固定效应，第（3）列同时控制年份和国家固

定效应，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国家和大洲固定效应，结果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4 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Continent FE

N

Adj R2 

（1）
HQD

0.1852**

（2.2107）
YES
YES
NO
NO

1116
0.5683

（2）

0.3789***

（3.7118）
YES
NO
YES
NO

1116
0.969

（3）

0.1776**

（2.3005）
YES
YES
YES
NO

1116
0.6750

（4）

0.1776**

（2.2962）
YES
YES
YES
YES
1116

0.9780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2. 反事实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已充分将影响回归结果的因素纳入控制，但仍然存在回归结果具

有偶然性的担忧。因此，本文通过反事实思路对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反事实分析通过提前被解释

变量年度来实现，因为理论上当期的援助不会对当期之前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表 5展示了反事实分

析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展示了使用援助金额对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前两期和提前四期

的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则使用援助项目数对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前两期和提前四期进行回归，回归

系数均不显著，排除了回归结果偶然性的担忧。

表5 稳健性检验：反事实分析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Adj R2 

（1）
F2.HQD

0.0150
（1.3192）

YES
YES
YES
930

0.6404

（2）
F4.HQD

0.0151
（1.3469）

YES
YES
YES
744

0.6325

（3）
F2.HQD

0.1429
（1.5227）

YES
YES
YES
930

0.6404

（4）
F4.HQD

0.0380
（0.4353）

YES
YES
YES
744

0.6293
注：括号中的值为 t值。

12



3. 考虑援助的滞后期

在中国官方援助数据库中，包含项目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记录，据此可以计算项目的平均时间。

可以发现，从项目承诺到项目完成的平均时间将近两年，即从项目落地到对受援国发展产生影响存在滞后

效应，因此将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做滞后一期和两期处理。表 6展示了加入滞后期的结果，其中第（1）列

和第（2）列分别对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援助金额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援助项

目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3）列和第（4）列分别对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做滞后两期的处理，其中

援助金额不显著，而援助项目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项目存在一定滞后效应。

表6 稳健性检验：加入滞后期

L.Aid_mon

L.Aid_num

L2.Aid_mon

L2.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Adj R2 

（1）
HQD

0.0204*

（1.8809）

YES
YES
YES
1023

0.5777

（2）

0.1741**

（2.3579）

YES
YES
YES
1023

0.5768

（3）

0.0193
（1.5459）

YES
YES
YES
930

0.5839

（4）

0.1806*

（1.6893）
YES
YES
YES
930

0.5819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4. 删除部分国家

本文把外交关系纳入分析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一是考虑剔除塞内加尔。塞内加尔于 1997年中

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又于 2006年恢复与中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在 2006—2017年样本期内塞内加

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存在空窗期，从而影响了对外援助活动的开展。二是考虑剔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圣

多美和普林西比于 2016年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导致整个样本期内中国的援助决策受到干扰。三是考虑

剔除索马里。索马里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且中国与其投资往来较少。四是考虑剔除南苏丹。南苏丹建国时

间在 2011年，同年与中国建交，因此在样本期内的各项指标缺失严重。最终，从基准回归的 93个国家中删

除以上 4个国家，保留 89个国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第（1）—（4）列分别为上述剔除样本的回归

结果，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依旧稳健。

表7 稳健性检验：删除部分国家

Aid_mon

Controls

Year FE

0.0164**

（2.3400）
YES
YES

0.0318***

（3.5919）
YES
NO

0.0149**

（2.1309）
YES
YES

0.0149**

（2.1267）
YES
YES

（1）
HQD

（2） （3） （4）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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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FE

Continent FE

N

Adj R2 

NO
NO

1056
0.5665

YES
NO

1056
0.9549

YES
NO

1056
0.6785

YES
YES
1056

0.9682

表7（续）

（1）
HQD

（2） （3） （4）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5. 增加固定效应

考虑到潜在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干扰，通过进一步调整回归模型的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

采用国家—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代替基准回归中的国家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同时增加地区—年份固定

效应以排除地区特征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二是在控制国家—年份联合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国

家—大洲联合固定效应，表 8展示了联合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采取以上三种联合固定效应后，中国对外援

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

表8 稳健性检验：联合固定效应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ntinent FE

Country FE * Year FE

Country FE * Continent FE

Year FE * Continent FE

N

Adj R2 

（1）
HQD

0.0157**

（2.3611）

YES
YES
YES
NO
NO
NO

1116
0.9780

（2）

0.0324***

（3.5563）

YES
NO
NO
YES
YES
YES
1116

0.9946

（3）

0.1776**

（2.2962）
YES
YES
YES
NO
NO
NO

1116
0.9780

（4）

0.3689***

（3.5535）
YES
NO
NO
YES
YES
YES
1116

0.9947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6.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过程，引入面板误差修正模型（VECM）。本文采用 Kao
检验来检验同质面板协整假设，由表 9可知，对变量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对外援助规模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上

述两个变量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进一步运用VECM来检验这两个变量间的长期与短期的

因果关系，结果如表 10所示。中国对外援助和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反映了两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中国对

外援助的差分项系数反映短期关系。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弹性为0.0035，
且在 5%水平下显著，即中国对外援助增加从长期来看能够有效提升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误差修正项

为 0.0012，在 5%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说明了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表明当两者偏离长期均衡时，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正向调整至均衡状态。从短期来看，中国对外援助差分项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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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面板协整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量

P值

Kao检验

MDF

6.420 
0.000 

DF

7.226 
0.000 

ADF

5.380 
0.000 

表10 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Aid_mon

D.Aid_mon

误差修正项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Continent FE

N

Adj R2

（1）
HQD

0.0042**

（2.3500）
0.0137**

（2.2400）
0.0011*

（1.8300）
YES
YES
NO
NO

1056
0.5325

（2）

0.0018***

（3.5824）
0.0145**

（1.9824）
0.0011**

（2.5314）
YES
NO
YES
NO

1056
0.5539

（3）

0.0057**

（2.1218）
0.0122**

（2.3116）
0.0012**

（2.2248）
YES
YES
YES
NO

1056
0.6483

（4）

0.0035**

（2.1329）
0.0121**

（2.3351）
0.0012**

（2.3649）
YES
YES
YES
YES
1056

0.5692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三）内生性问题

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遗漏变量。虽然本文从人力资本、开放水平、

财政支出规模、其他国家援助规模等多个方面选择控制变量，同时也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

地区固定效应，但仍然不可避免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二是双向因果问题。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可能会

提升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

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因此中国对外援助资源可能倾向于发

展水平较低的国家。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方面，本文借鉴许志成和张宇（2021）的思路，选择 2006—2017年中国钢铁产量与受

援国援助频率的交乘项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43]。选取理由如下：首先，从事实基础层面看，中国钢铁产量在

2006—2017年从 4.69亿吨跃升至 10.46亿吨，一方面是中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受援国基础设施

建设对钢铁等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因此，钢铁资源可以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实现高效匹配，中国可以通过对

外援助的方式实现与受援国的优质产能合作，受援国也可以借此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实现互利共赢。其次，

从实证分析层面看，近年来，在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其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中国对外援助

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减贫等方面的影响。最后，从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看，一是相关性，相对而

言，该国受到中国援助的频率越多，意味着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越紧密，在中国钢铁产量增加时受到中国

援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二是外生性，中国钢铁产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不会与受援

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直接的关联，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参照 Nunn 和 Qian（2014）的研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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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本文工具变量估计的两阶段模型设定如下：

HQDit =  γ0 +  γ1 Aidit +  φXit +  vi +  ut +  ε it （2）  
Aidit = r0 +  r2 Iront × Pi +  φXit +  vi +  ut +  ε it （3）  

其中，HQD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Aid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受援国 i在第 t
年接受中国援助金额的对数或中国援助项目数的对数。X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vi表示国家固定效应，ut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 ε it为随机扰动项。在模型（3）中，交乘项 Iront × Pi为工具变量。其中 Iront为中国在 t年的

钢铁产量，Pi表示受援国接受中国援助频率，用2006—2017年“受援国接收援助年数／总年数”来表示。

表 11汇报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如第（1）列和第（3）列所示，F值大于 10，拒绝

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通过了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此外，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显著正相关，符合预期。第

（2）列和第（4）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的估计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结

果表明，随着援助规模的增加，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证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能够满

足受援国的发展需求，有利于受援国长远健康发展。

表11 工具变量回归

Iron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F

Adj R2

（1）
Aid_mon

6.566***

（2.75）

YES
YES
YES
1116
12.73
0.070

（2）
HDQ

0.633***

（3.75）

YES
YES
YES
1116

0.717

（3）
Aid_num

1.154***

（4.08）

YES
YES
YES
1116
11.64
0.146

（4）
HDQ

5.791***

（3.71）
YES
YES
YES
1116

0.724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四）异质性分析

1. 援助目的的异质性

Aiddata数据库中将援助目的明确划分为以下四种：商业目的援助（Commercial）、发展目的援助（Devel⁃
opment）、混合目的援助（Mixed）和特定目的援助（Representational）。商业目的援助偏重盈利目的，发展目的

援助追求项目的长期效应，立足于受援国长期发展和福利水平提升，特定目的援助政治色彩浓重。而混合

目的援助是包含以上两种或三种目的的援助。通过样本期间内不同援助目的金额统计发现，中国对外援助

中商业目的援助、发展目的援助、混合目的援助、特定目的援助的金额分别为 2386.71 亿美元、4270亿美元、

7617.96 亿美元、0.74亿美元，分别占总援助金额的16.72%、29.91%、53.36%、0.01%。其中特定目的援助占比

极少，因此不纳入异质性分析。表 12为不同援助目的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3）列结果显示商业目的援

助和发展目的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5）列结果显示混合目的援助对受援国高质

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不显著，第（2）、（4）、（6）列是使用援助项目数进行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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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异质性：不同援助目的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Adj R2

（1）
商业目的

HQD

0.0165*

（1.9596）

YES
YES
YES
636

0.6692

（2）

0.5716***

（3.2000）
YES
YES
YES
636

0.6775

（3）
发展目的

HQD

0.0137**

（2.3546）

YES
YES
YES
1116

0.6734

（4）

0.0730
（0.9083）

YES
YES
YES
1116

0.6721

（5）
混合目的

HQD

0.0046
（1.1765）

YES
YES
YES
984

0.6774

（6）

0.0946
（1.0547）

YES
YES
YES
984

0.6777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1%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2. 援助资金类型的异质性

根据援助资金类型可以分为官方发展援助（ODA）、非官方发展援助（OOF）和其他援助（Vague-like）。

与经合组织（OECD）的划分标准一致，以上三种类型主要在资金来源、优惠政策以及援助方式等方面存在差

异。其中ODA定义为，以促进受援国发展为目标的赠款以及赠予程度不低于 25%的优惠贷款；OOF则表示

在援助目标、优惠力度等方面均未达到ODA标准的项目类型；其他援助定义为信息缺失导致无法判断的资

金类型。表 13报告了分类回归的结果。第（1）列和第（2）列为官方发展援助的结果，对外援助的系数不显

著，这与张原（2019）的研究结论一致[16]。第（3）列和第（4）列为非官方发展援助的结果，对外援助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规模小、随机性强、使用范围有限等特点有关；相

较而言，非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规模大、市场化特征强、分布领域广泛，更能灵活地适应受援国的发展需求。

表13 异质性：不同援助资金类型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Adj R2

（1）
ODA

HQD

0.0014
（0.1351）

YES
YES
YES
1010

0.6883

（2）

0.0286
（0.4309）

YES
YES
YES
1010

0.6882

（3）
OOF

HQD

0.0075*

（0.2071）

YES
YES
YES
1046

0.6759

（4）

0.1326*

（1.7376）
YES
YES
YES
1056

0.6693
注：*表示回归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3. “一带一路”国家的异质性

中国于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际大通道和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充分考虑了不同国

家的差异性和发展需求，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工程，改善了合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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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开展，推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以第一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签署的合作名单确定“一带一路”国家样本，通过构建哑变量的方式纳入回归分析。

表14第（4）列展示了回归结果，援助金额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交乘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对外援

助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作用更大。

表14 异质性：“一带一路”国家

Aid_mon*OBOR

Aid_mon

Cons tan t

Controls

Year FE

Continent FE

N

Adj R2

（1）
HQD

0.0252
（1.5771）

0.0113
（1.3131）

8.9468
（0.8048）

YES
NO
NO

1116
0.6731

（2）

0.0241
（1.4079）

0.0268**

（2.5287）
-92.9416***

（-4.7016）
YES
NO
YES
1116

0.6742

（3）

0.0297*

（1.7415）
0.0091

（1.0974）
156.2653***

（3.4694）
YES
YES
NO

1116
0.6753

（4）

0.0297*

（1.7383）
0.0091

（1.0954）
158.9094***

（3.4919）
YES
YES
YES
1116

0.9781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探究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 政府效率

中国对外援助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发展诉求，主张“授人以渔”，通过多种援助方式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

因此，在援助过程中受援国的政府治理能力得到提高，这一机制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34]。本文选取全

球治理指数中的政府效率（gee）来衡量，其主要反映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制定水平、市民服务质量、

独立于政治压力的程度等内容。表 15的第（1）列和第（4）列为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对政府效率的回归结

果，结果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外援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2. 社会稳定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动乱的环境下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不到保障。基于学者对援助与冲

突的影响研究，本文选取“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法制水平（rle）衡量社会稳定，其中法制水平是东道国

公众对产权、法庭、警察、合同履行等有关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程度[31]。表 15的第（2）列和第（5）列报告了

援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对社会稳定的回归结果，结果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

模的扩大，受援国社会稳定性显著提升。在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有利于受援国的高质量发展。

3. 福利水平

国民福利水平不仅是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且国际援助对福利水平也具有一定程度

的改善作用。基于此，本文用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受援国的福利水平。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指数，

主要包括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的获取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平三个方面。表 15的第（3）列和第（6）列报告了援

助金额和援助项目数对受援国福利水平的回归结果，结果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外援助可能通

过改善受援国福利水平的机制对其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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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机制检验

Aid_mon

Aid_num

Controls

Year FE

Country FE

N

Adj R2 

（1）
政府效率

0.0024***

（2.7638）

YES
YES
YES
1116

0.1825

（2）
社会稳定

0.0021**

（2.2492）

YES
YES
YES
1116

0.1929

（3）
福利水平

0.0028**

（2.4861）

YES
YES
YES
1116

0.2816

（4）
政府效率

0.0220**

（2.1835）
YES
YES
YES
1116

0.1824

（5）
社会稳定

0.0193**

（2.3001）
YES
YES
YES
1116

0.1931

（6）
福利水平

0.0130**

（2.2429）
YES
YES
YES
1116

0.2229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5%、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值为 t值。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紧密相关。本文将中国对外援助与高质量发展主

题相结合，首先从五个层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然后基于 2006—2017年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评

估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对外援助有益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此结

论在替换解释变量、加入滞后期、反事实分析、使用工具变量等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中国对外援助对受

援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援助资金类型上，相较于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非官方发展援助

资金对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大；在援助目的上，基于商业目的和发展目的的援助对受援国高质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中国对外援助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大。（3）中国对外援助主要通过受援

国政府效率、社会稳定以及福利水平，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二）政策启示

1. 坚持开展对外援助活动，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活动能够促进受援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对外援助不依赖短期效益，不捆绑政治

条款，兼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多个方面，对于受援国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因此，国

际发展合作署应根据我国的财政能力和受援国的发展需求确定合理的援助水平，充分发挥中国对外援助对

受援国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应，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高质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商业目的和发展目的援助。因此，在制定援助政策时，

利用非官方发展援助在规模、市场化、使用范围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契合受援国的发展需求，实现对外援助

项目的灵活性和精准性；中国政府应合理确定商业目的援助和发展目的援助的比例，在提高受援国发展能

力和国民福利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中国“走出去”的步伐。

2. 充分依托“一带一路”平台，共同开创区域合作新局面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坚定支持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全部工业

门类国家。同时中国在高铁、桥梁等方面建设经验丰富，技术手段领先，并且价格相对低廉。受援国大多为

陈 高，王嘉庆：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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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非洲等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缺乏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政策

所构建的区域合作平台上，通过资金援助、技术援助、人力资本援助等方式提供差异化援助服务，有效弥补

了受援国发展初期面临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缺口，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共同开创国际区域合作

新局面。

3. 构建高质量的对外援助评估机制

中国对外援助评估制度已初具雏形，包含中期质量检查、质量验收等内容，同时引入了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以下方面：首先，建立完备的信息统计分析系统和历史数据库，为项目决策和绩

效评估提供信息支持；其次，建立全过程评估管理体制，包含对外援助的政策评估、项目预评估、中期评估和

终期评估，实现对项目信息的全面掌握；最后，建立多目标集体责任激励机制，使援助机构专注于最擅长的

领域，同时对援助机构的工作进行独立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负责。

4. 建立常态化的对外援助信息发布机制

在对外援助信息发布方面，目前官方发布的信息有《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4）》白皮书以及 2021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总体

框架和策略。从披露的信息来看，中国公布的对外援助数据过于笼统，缺乏对外援助的国别和项目信息的

统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效果和目的产生了不同解读。因此，建立常态化的

信息发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可以通过定期发布涵盖各受援国、具体项目和援助成果的详细报告，向

国际社会展示对外援助的成效，增强信息的全面性和可比性。同时，应加大对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全球发

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作用的宣传力度。通过强化国内外媒体的沟通与合作，讲好中国援助故

事，提升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注 释：

① 其他援助包括其他商品援助、农林渔业和未划分行业类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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